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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全球卫生合作实践，超越传统的卫生外交类型，开创中国全球卫生

合作与卫生外交新模式。 湄公河五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

国家。 本文以卫生与外交政策相互关系的类型为分析框架，对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卫生合作

与卫生外交进行历史回顾。 中国在该地区的全球卫生合作与卫生外交实践已超越传统的“卫
生服务于对外政策”类型，展现出全球卫生外交发展趋势和特点。 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全球卫

生多元化、多层次合作模式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探索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全球卫生与外交

的关系类型和特点，不仅对中国参与全球卫生外交具有重要的启示，而且可为全球卫生治理提

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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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湄公河地区的卫生合作与

卫生外交议题

　 　 自 ２０１３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海上

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来，中国

向东北、东南、西面等各方位拓展和平发展的合

作空间。 随着倡议的推进，２０１５ 年国家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简称卫计委）办公厅下发《国
家卫生计生委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卫生交流合

作三年实施方案 （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①，首次提出

“健康丝绸之路”的概念，规划并部署沿线国家

卫生合作的开展。 ２０１６ 年《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

纲要》②强调实施中国全球卫生战略，更明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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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家健康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结合，重视

沿线国家卫生保障、合作和发展。 湄公河五国

“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是海上丝绸之

路重点沿线国家，因此，中国有必要开展对湄公

河地区的全球卫生合作，从而营造良好的地区

性卫生安全环境和民意基础。
当前国内文献研究是以湄公河地区国际合

作中的国家角色、利益分析、机制建设为主，深入

到专题领域，卫生合作的文献十分有限。 综观既

有文献，国际政治视角的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

类：一是从国际公共产品视角下研究该地区的卫

生合作。 陈霞从区域公共产品理论探索性分析

东亚地区卫生合作，其中涉及湄公河地区的卫生

合作状况。① 二是依据非传统安全理论分析湄公

河地区卫生安全合作和卫生外交。 张业亮的研

究是以美国联邦政府各机构介入湄公河地区卫

生合作为例，分析美国将全球卫生纳入美国国家

安全战略的重要意义。② 三是从国际机制角度对

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进行研究。 齐峰、朱新光

对东盟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形势、合作机制、
原则、路径进行了分析。③ 朱明权等学者从多边

主义视角探讨了东亚地区的卫生安全机制。④

医学领域的文献主要以中缅、中越边境地

区开展卫生项目合作的探讨为主。 罗娟在《中
缅跨境疟疾项目模式及对中国卫生援外的启

示》一文中，以中缅跨境疟疾项目为案例分析，
总结多方参与、流动人口管理、云南省支点建设

的卫生援外经验，提出中国改进卫生援外模式

的建议。 李锐等人概述了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

支点，在中国—东盟合作框架下面向东南亚国

家的对外卫生合作现状。⑤

综上所述，专门研究湄公河地区卫生外交

的文献不多，并且多数是放置在东亚卫生合作

范围内探讨。 同时，卫生合作研究落入两大排

斥领域，从政治学角度分析卫生合作倾向于将

卫生问题工具化，国家间的卫生合作起到促进

国家安全利益、改善国家形象、提升软实力等作

用。 而从卫生领域角度来看，卫生合作研究侧

重于操作层面，譬如如何确保项目有效规划以

实现卫生目标。 笔者尚未发现将政治与卫生领

域相结合探讨全球卫生合作问题的文献。 本文

在回顾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全球卫生合作历史

的基础上，剖析中国参与该地区全球卫生合作

的基本模式、特点以及借鉴意义。

二、卫生与外交的四种互动关系类型

微生物政治（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起始于 １９ 世

纪下半叶欧洲国家利用多边协调会议及国际条

约机制解决传染病带来的威胁。⑥ 当时的国际卫

生合作首要动机是，为了保护欧洲国家免于来自

美洲、欧洲、亚洲等地区爆发的传染性疾病的威

胁。⑦ 卫生外交主要目标是控制传染病的外部影

响，尤其是对经贸领域的破坏性作用。 干预措施

以港口建立隔离检疫区为主，至于一个国家如何

管理领土内的公共卫生，则不是传染病外交或者

控制传统病的国际法所考虑的问题。⑧ 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以后，医疗技术和环境卫生的发展使

得传染病对发达国家的威胁大大下降，卫生治理

方式从“边界控制”向“源头控制”转变，卫生合作

动因从“防止卫生阻碍商业利益”向“卫生用以促

进人权、公平、发展，改善国家间关系”变迁，这一

些系列变化深刻影响了卫生外交的目的、手段和

原则。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大

大改变国际卫生合作的状况，深度全球化所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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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风险越来越值得关注，全球卫生外交的概

念逐渐兴起，全球卫生时代已经来临。① １９９９ 年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

（Ｇｒｏ Ｈａｒｌｅｍ Ｂｒｕｎｄｔｌａｎｄ）在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

上重申了“为什么投资于健康是一项好的政策”
理念，②即各国需要健康领域的合作，在微生物

世界中没有卫生避难所。 ２００６ 年，法国、印度尼

西亚、挪威、塞内加尔、南非和泰国六国外交部

长达成《奥斯陆部长宣言》 （Ｏｓｌｏ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Ｄｅ⁃
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③，进一步推动了卫生和对外政策结合

的历史进程。 ２００９ 年联合国大会 ６３ ／ ３３ 号决议

正式采用了“全球卫生外交”（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
ｐｌｏｍａｃｙ，简称 ＧＨＤ）的概念④，这说明国际社会

重视全球卫生外交在健康领域所发挥的作用，
尤其是在各领域的外交谈判和外交政策中对健

康问题的关注度日益提高，从而将健康更多地

融入到国家对外政策议程中。
卫生与外交政策之间关系是什么？ 托马

斯·Ｅ·诺沃特尼（Ｔｈｏｍａｓ Ｅ． Ｎｏｖｏｔｎｙ）等人认

为，卫生外交具有双重目的，即促进公共卫生发

展、增强对外政策。⑤日内瓦国际和发展研究院

全球卫生项目负责人洛娜·柯克布什 （ Ｉｌｏｎａ
Ｋｉｃｋｂｓｃｈ）认为，如果在管理良好的情况下，卫生

外交可以达到三重效果：卫生安全、人群健康以

及全球健康状况改善；促进国家与其他行动体

之间关系以共同致力于改善健康；有助于消减

贫困，促进公平。⑥科林·麦克莱恩斯 （ Ｃｏｌｉｎ
Ｍｃｌｎｅｓ）认为，现阶段有关全球卫生外交的研究

文献，保留过多的规范性定义，在名义上促进更

健康的世界，但忽视了对国家现实政治利益的

讨论。 同时，他指出全球卫生外交主要置于公

共卫生学科内探讨，忽视卫生与外交领域间的

协调。 此外，洛娜·柯克布什将卫生与外交政

策相互关系概括为以下四种类型（见图 １）。 随

着全球卫生时代的来临，卫生在外交政策制定

过程中动力不断增强，并且这四种类型更为清

楚地阐明两个政策圈的关系逻辑。
显然，这四种类型并没有彼此严格区分，各

国对卫生外交的认知和实践在不同程度上反映

上述四种关系类型。 这四种关系类型围绕着两

图 １　 卫生力度与外交政策相互关系的四种类型示意图

资料来源： Ｉｌｏｎａ Ｋｉｃｋｂｕｓｃｈ，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ｐｌｏ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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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展开，即“卫生与其他领域利益是否具有

冲突性”以及“卫生是否只是国内问题”。 在前

两种类型中，卫生和对外政策之间关系的基础

建立在国家间的健康问题相互独立、并不受彼

此影响的前提上，也就是说，健康依附于或服务

于对外政策。 二者的不同在于，第一种类型反

映的是当卫生与其他领域利益存在明显冲突

时，牺牲健康利益以换取其他领域的利益或目

标。 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专利制度与药品可及

性之间的矛盾，不合理的药品专利保护制度使

得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取廉价的治疗药物，从而

给公共卫生治理带来负面的影响。 第二种类型

是指不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卫生被作为对

外政策的手段。 例如古巴与委内瑞拉之间“医
生换石油”的卫生援助行为。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Ｉｌｏｎａ Ｋｉｃｋｂｕｓｃｈ，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 Ｎｅ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Ｅ．Ｎｏｖｏｔ⁃
ｎｙ， Ｉｌｏｎａ Ｋｉｃｋｂｕｓｃｈ， Ｍｉｃｈａｅｌａ Ｔｏｌｄ， ｅｄｓ，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２０１３， ｐｐ：１－３．

Ｃｏｌｉｎ ＭｃＩｎｎｅｓ ａｎｄ Ｋｅｌｌｅｙ Ｌｅ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ｔｙ， ｐ．４９．

Ｃｅｌｓｏ Ａｍｏｒｉｍ ｅｔ ａｌ．， “Ｏｓｌｏ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 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Ｏｕｒ Ｔｉｍｅ ”， Ｌａｎｃｅｔ，
Ｖｏｌ．３６９， １３７３－１３７８．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６３ ／ ３３．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ａｎｎｕａｒｙ ２７，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ｏ． ｉｎｔ ／
ｔｒａｄｅ ／ ｅｖｅｎｔｓ ／ ＵＮＧＡ＿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ＧＨＦＰ＿６３＿３３．ｐｄｆ？ ｕａ＝ １。

Ｔｈｏｍａｓ Ｅ． Ｎｏｖｏｔｎｙ ａｎｄ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Ｋｅｖａｎｙ， “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Ｅ． Ｎｏｖｏｔｎｙ Ｉｌｏｎａ Ｋｉｃｋｂｕｓｃｈ， Ｍｉｃｈａｅｌａ Ｔｏｌｄ ，
ｅｄｓ，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２０１３，
ｐｐ．２９９－３２２．

Ｉｌｏｎａ Ｋｉｃｋｂｕｓｃｈ，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 Ｎｅ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Ｅ．Ｎｏｖｏｔ⁃
ｎｙ， Ｉｌｏｎａ Ｋｉｃｋｂｕｓｃｈ， Ｍｉｃｈａｅｌａ Ｔｏｌｄ， ｅｄｓ，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２０１３，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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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类型和第四种类型是在卫生威胁“去
边界化”的前提下，处理卫生和对外政策之间的

关系。 卫生的全球关联性意味着，人类在命运共

同体的理念下将卫生和对外政策紧密结合，在所

有领域强调健康的重要性，共同采取集体行动。
第三种类型“卫生纳入外交政策”则反映了国际

社会卫生合作的当前状况，随着卫生问题在国际

社会中的地位提升，卫生问题逐渐纳入各国外交

议程，通过外交谈判和外交合作机制解决卫生威

胁。 例如“卫生安全”和卫生议题安全化则是指

在全球相互依存处境下，卫生安全是对外政策的

重要组成部分。 传染病是不分国界的，当国际社

会面临传染病的共同威胁时，单凭一个国家的力

量恐怕独木难支，需要各国通过卫生外交实现政

策协调，共同合作。 第四种类型“对外政策服务

于卫生”体现健康优先的理念。 在健康与外交政

策的交叉点上，平衡健康利益和政治利益之间的

动态关系，强调将卫生作为政治行动的基础，注
重在任何领域行动中都能促进和保护健康的价

值目标。 也就是说，科学原则和健康需要让卫生

行动朝着自身特定的方向发展，意识形态还是权

力政治都无法阻止这种方向。① 值得注意的是，
卫生领域的约束性条约与气候外交有所不同，
“卫生优先”有时是以取缔或限制某一行业为代

价换取健康利益和目标。 例如 ２００３ 年《世界卫

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签订，意味着消减

烟草行业的利益，以保护消费者健康利益。
在全球卫生时代下探索卫生与对外政策的

关系，通常面临两方面的转型。 第一种是从“卫
生是对外政策的工具”向“卫生融入对外政策”类
型转变，这一转型被称为卫生外交“哥伦布式”的
转型。② １９ 世纪中后期，国际卫生多边谈判倾向

于运用公共卫生手段减少经济损失，卫生利益可

以随时被利用或牺牲，而如今各国主动要求在外

交政策范围内纳入健康问题，健康利益成为各国

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种转型是指从

“国际卫生外交”向“全球卫生外交”的转变。 在

“全球卫生外交”概念中，全球卫生外交的对象不

只关注跨境卫生问题，还关注由跨境因素导致的

健康问题，这里跨国因素拓展至西方生活方式的

流行、气候变化、城市化等卫生之外的领域。 全

球化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
并且对人类健康造成影响。 因此，全球卫生外交

更加强调卫生介入或干预的首要作用。

三、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卫生合作

历程与基本类型

　 　 回顾中国的卫生外交，中国参与湄公河地

区卫生合作的历程呈现出由 “卫生服务于对外

政策”向“卫生融入外交政策”，乃至“对外政策

服务于卫生目标”关系类型的转变过程。 这种转

变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
卫生治理的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

３．１　 “卫生服务于对外政策”卫生外交类型：从
新中国建立到 １９９２ 年

　 　 在“卫生是对外政策的工具”主导阶段中，
卫生合作通常由国家主导，以对外卫生援助为

主要策略。 卫生合作与国际环境紧密相关，在
亚洲冷战战场，湄公河地区是中国周边战略的

重要一环。 出于国家主权安全的需要，卫生合

作的政治色彩较为浓厚。 这一时期中国在湄公

河地区的卫生合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卫生合作以官方直接参与并实施的卫

生援助为主，卫生合作与传统安全紧密结合，卫
生服务于国家地缘安全战略。 越南与中国西南

地区毗连，对中国地缘安全有着重要的战略意

义。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在力所能及范围

内向越南提供抗法斗争中所需要的医疗援助。
随着国际冷战形势不断加剧，美国在越南极力扶

持亲美政权，对中国西南一侧直接构成了战争威

胁。 １９５９ 年中国就从医疗卫生方面无偿提供医

１８

①

②

Ｄａｖｉｄ Ｐ． Ｆｉｌｄ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６， Ｎｏ．２， ２００５， ｐ．１８６．

ｌｏｎａ Ｋｉｃｋｂｕｓｃｈ， “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 Ｎｅ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Ｅ．Ｎｏｖｏｔ⁃
ｎｙ， Ｉｌｏｎａ Ｋｉｃｋｂｕｓｃｈ， Ｍｉｃｈａｅｌａ Ｔｏｌｄ， ｅｄｓ，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２０１３， 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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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医药设备、基础设施建设、人员培训等方式对

越南提供卫生援助。① １９６６ 年的《关于中国给予

越南成套设备和技术援助的议定书》和 １９６７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代表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医济

部代表关于中国接受越南病人问题的会议纪要》，
正式确定了由中国负责为越南筹建医院的计划，接
受越南伤员以保障越南抗美救国的战斗力。

其二，援助对象主要是战争中的伤病员，卫
生援助服务内容集中在疾病治疗，而将传染病、
精神疾病、癌症等其他病种排除在外。 战争爆

发以后，广西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３０３ 医院曾多

次派遣医疗队赴越抗美。 随着战争不断升级，寻
求医疗队救助的伤员数量逐渐增多，前线医疗队

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越南向中国政府提出在中国

后方建立医院的请求，双方在 １９６７ 年签订了《关
于中国给予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中国决

定在广西省桂林市建立专门接收外国病人的南

溪山医院，由经济技术发达的北京市、上海市负

责卫生技术，并且从全省抽调出医护人员中的干

部配合援助工作。② 与此同时，中国西南地区的

各省份医院均向越南开放，接受越南的大量伤

员，这无疑在后方给予了越南重大支持。 在缅

甸，中国针灸专家曾到缅甸治病，开展卫生援助

活动，深受当地患者的欢迎。
其三，援助方式较为单一，以派出医疗队为

主，但几乎全部中断。 卫生合作依托的区域合

作机制和多边平台十分有限。 在万隆会议和日

内瓦会议等国际场合下，中国与湄公河地区国

家进行外交接触，双方就卫生问题交流意见。
中国以派遣医疗队、赠送药品等形式支持卫生

领域的合作，并深受双边关系的影响。 随着外

交关系的变化，中国参与该区域的卫生合作也

相应受到波折。

表 １　 中国向湄公河地区派遣医疗队基本情况一览表

派出时间 对象国家 派遣省份 中断时间

１９６５ 年 老挝 云南省 １９７４ 年

１９６８ 年 越南 广西省 １９７１ 年

１９７５ 年 柬埔寨 山西省 １９８１ 年

　 　 资料来源：李安山：“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历史、规模及其影

响”，《外交评论》，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第 ３０ 页。

越南战争结束后，由于越南倒向苏联，中国

援越工作正式停止。 随着 ７０ 年代中期老挝从

积极友善的对华政策开始向亲越靠苏反华政策

转变，中老关系一度降至冰点，卫生合作也相继

中断。 １９７８ 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中国对柬埔寨

的卫生援助也基本结束。

３．２　 “卫生融入对外政策”卫生外交类型：１９９２
年—２００８ 年

　 　 这一阶段主要体现出“卫生融入对外政策”
关系类型的基本特征，特别是 ２００３ 年“非典型

性肺炎”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简

称 ＳＡＲＳ）爆发，“疾病没有国界之分”理念深深

贯穿于中国和湄公河国家卫生外交实践中。 得

益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湄公河地区众多合作机制

建设的热潮，为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卫生合作

提供新的契机，内容与形式更加多样化。
其一，从合作主体上看，卫生合作领域仍由

政府直接参与，但通过多边外交手段实现各国

卫生政策融合和协调行动的特点日益突出。
１９９２ 年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Ｇｒｅａｔ
Ｍｅｋｏｎｇ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简称 ＧＭＳ）创立，
推动了湄公河地区卫生合作的进程。 １９９３ 年中

国与湄公河地区国家签订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

济发展规划》，为各国进行卫生人力资源开发活

动提供合作框架。 ２００２ 年第一次大湄公河次区

域领导人会议上，成员国提出旨在加强高级管理

人才开发的《金边发展计划》，还就“非典”等非传

统安全开展积极有效的对话合作。 ２００３ 年《金边

发展计划》正式启动，各国通过该计划培养了大

量具备健康、教育和发展管理能力的人才，提高

了边境地区民众的健康服务水平。 ２００５ 年大湄

公河地区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项目开始起步。③

２８

①

②
③

陈安安：《援越抗美之广西医疗援助研究———以桂林南溪

山医院为考察中心》，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２－１５ 页。

同①。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际合作司（港澳台办公室）：“大

湄公河次地区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项目十周年总结会在云南召

开”，中华人民共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ｈｃ．ｇｏｖ．ｃｎ ／ ｇｊｈｚｓ ／ ｓ３５８２ ／ ２０１５０７ ／ ２５００ｂｆｆ１４７２ｂ４ｃ５ａａ
６０ｆ９ｄ３ａｆ１０４９ｆ８４．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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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湄公河地区国家借助东亚合作机制

就卫生问题开展政府间的协调行动，将卫生真

正纳入对外政策议程中。 随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湄公河地区国家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相继

加入东盟，中国于 ２００３ 年加入东盟等区域机

制，这为中国和湄公河地区国家卫生合作提供

了更广阔的制度化平台（表 ２）。 中国与湄公河

地区国家在区域合作机制下就传统医药医疗、
医院管理、高层管理人员培训、传染病防控技术

开展人员间合作。

表 ２　 湄公河地区国家参与多边合作机制与会议成果基本状况一览表

合作机制 年份 会议名称与级别 会议成果与合作协议

亚太经合组织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通过了《ＡＰＥＣ 抗击流行病战略》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一致同意建立地区公共卫生监测网络和早期预警系统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高官会议 通过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典合作行动计划》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发表了《圣地亚哥宣言》核准了关于亚太经合组织防治艾滋病的倡议；共

同消除如非典、禽流感等传染病的威胁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通过有关防治禽流感及推动世贸组织（ＷＴＯ）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多哈

回合）的首脑宣言。

东盟—中国

（“１０＋１”机制）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领导人关于非典型肺

炎特别会议
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特别会议联合声明》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中国 与 东 盟 领 导 人

会议

签署并发表了《中国与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

并制定了《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

行动计划》，将卫生合作列为经济合作中第七项合作领域，公共卫生合作

列为功能合作中第一项合作领域。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中国—东盟防治禽流

感特别会议

发表联合声明，建立传染病确认和控制的预警系统；加强双方检验检疫等

边境管理部门间的合作；互派禽流感专家组；联合举办技术培训班；启动

“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基金”；建立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合作机制；互相提

供资金、物质、技术援助。

东盟—中日韩

（“１０＋３”机制）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卫生部长会议 明确各国应对非典行动中的跨国分工合作，确定基本行动准则。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卫生部长 通过了《“１０＋３”预防和控制 ＳＡＲＳ 及其他传染病框架行动计划》。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卫生部长、农业部长联

合高官会议

通过了《禽流感防治联合声明》；发起“新发传染病项目”，该项目旨在疾病

监测和快速反应方面提高成员国能力。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农业部长会议
通过了《亚洲禽流感防控合作昆明倡议》，部门、区域、国际交流与合作；养

禽业生产流通模式转变和生态环境保护；禽流感防控科技进步与创新。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领导人会议 提出建立地区疾病监测网络，增强应对公共卫生事件能力。

东盟地区论坛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外长会议 提出应对自然灾害紧急救济援助机制（包括紧急医疗援助）。

东亚峰会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首脑会议

通过了《预防、控制和应对禽流感东亚峰会宣言》，建立一个抗病毒药物储

备网络；制定国家和地区性的禽流感和流感大流行预防战略；加强疫苗及

药物的监理、研发、评估、生产等环节。

大湄公河次区域

经济合作机制

２００２ 年 首次领导人会议 启动《金边发展计划》发展各国卫生人力资源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领导人会议
发起动物疫病防控、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廊建设合作倡议；正式启动湄公河

地区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项目。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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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中国还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

艾滋病规划署、全球基金①、世界银行等国际组

织联合在湄公河地区国家内开展卫生项目。 例

如 ２００６ 年，中缅边境地区疟疾防联防控项目正

式启动，中国参与多边卫生援助机构（全球基

金）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跨境卫生合作这两

种机制，对中国卫生外交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

参考价值。② 而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内，虽然泰

国属于世界卫生组织东南亚地区办公室，其他

国家属于西太平洋地区办公室，分属世界卫生

组织的不同区域办公室，但一同于 ２００８ 年首次

发表“一站式”亚洲地区健康信息报告。
其二，卫生服务面向广大民众，主要以传染

病为主的公共卫生服务。 在传染病治理方面，
湄公河地区跨境传染病防联防控项目涵盖了疟

疾、登革热、艾滋病和鼠疫四个病种。③ 该项目

由中国政府出资，以中国西南边境两省广西和

云南为主要依托开展。 中国与湄公河地区国家

从疾病监测能力、卫生信息、疫情通报机制、反
应能力四个方面加强应对传染病突发的公共卫

生合作。 在能力建设方面，以项目为切入点，辅
之互派技术专家、培训人员的方式加强边境地

区、域内各国卫生部门的防治工作。 在卫生信

息和合作协调方面，构建国家层面上的沟通协

作机制，就疫情通报机制建立信息共享合作，以
防止传染病的扩散。 中国通过参与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促进该地区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和公平

性卫生发展目标的达成。
其三，服务形式多样化，呈现出以卫生安全

为主的时代特征。 中国通过救灾外交、多边机

制、建立基金等不同方式参与湄公河地区全球

卫生合作。 ２００４ 年中国正式建立援外紧急人道

主义援助机制，④同年 １２ 月泰国等国家遭受强

烈海啸，中国政府先后提供资金，并由上海市派

遣医疗队赴泰国进行紧急救援，此举被认为是

中国救援外交的典型实践。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对缅甸

救灾援助中，中国政府相继向缅甸提供总价值

１ ０００ 万人民币的紧急物资援助，救助缅甸受灾

群众，中国成为该地区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的重

要参与方之一。 ２００３ 年“非典”危机是重要的

历史转折点，中国在此期间承诺建立东亚基金，
以应对东亚范围内传染病危机，履行大国提供

公共物品的责任，其地域范围涵盖了湄公河地

区所有国家。 从此次经验中，中国更清楚地意

识到公共卫生问题不再是一国范围内的问题，
在东盟“１０＋１”、东亚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等

重要地区机制内，中国加大参与卫生安全和紧

急救援等议题方面的合作，并且积极主动构建

该地区的非传统安全交流平台。

３．３　 “外交政策为卫生服务”的主导类型阶段：
２００８ 年至今

　 　 这一时期，卫生促进外交、外交为卫生服

务，卫生与外交双向互动。 卫生并不否认以国

家利益为首要外交目的，卫生与外交的关系更

加平衡，卫生合作不会被权力政治所左右，也不

会因经贸利益而损害健康福祉。
其一，卫生外交的主体多元化。 卫生外交

主体超出了政府层面，面向各类社会行为体。 随

着湄公河地区迎来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参与

卫生援助的热潮，有些非政府组织第一次参与

外援活动便是开展卫生援助。 例如，中国和平

发展基金会首次在境外开展的公益活动是 ２０１１
年在缅甸仰光的“光明行”活动。 以“光明行”
系列活动为例，参与大湄公河地区的卫生援助

糅合不同层面行为体参与（表 ３）。 在国家层面

上有国家卫计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

公共外交协会，在地方层面上主要有云南、海

４８

①

②

③

④

“致力于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全球基金” （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ｕｎｄ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ＡＩＤＳ，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ｌａｒｉａ），简称为“全球

基金”，是一个政府与民间合作创办的国际金融机构，总部设在瑞

士日内瓦。 自 ２００２ 年成立以来，该基金业务已经覆盖 １５０ 多个国

家及地区。
罗娟：“中缅跨境疟疾项目模式及对中国卫生援外的启

示”，《中国公共卫生管理》，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第 ４８３ 页。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际合作司（港澳台办公室）：“大

湄公河次地区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项目十周年总结会在云南召

开”，中华人民共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ｈｃ．ｇｏｖ．ｃｎ ／ ｇｊｈｚｓ ／ ｓ３５８２ ／ ２０１５０７ ／ ２５００ｂｆｆ１４７２ｂ４ｃ５ａａ
６０ｆ９ｄ３ａｆ１０４９ｆ８４．ｓ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援助司：“真诚相助 共谋发

展———中国对外援助 ６０ 周年综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网，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ｈｔｔｐ： ／ ／ ｙｗｓ．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ｗｙｚ ／ ｓｕｂ⁃
ｊｅｃｔｌｌ ／ ２０１００８ ／ ２０１００８０７０９０５０３．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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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广西等省份支持，在民间团体中不仅有基金

会参与，还有医疗集团参与。 多种行为体共同

参与有助于充分扩大资源，利用各自比较优势，
拉近区域内民间交往的距离。 在老挝，中国派

出的志愿者完成了老挝医疗史上最大的肿瘤切

除手术。① 此外中资企业在海外承担企业责任，
如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为缅甸援建医

院、医疗诊所等基础设施。

表 ３　 中国多元主体参与湄公河地区“光明行”系列活动的基本状况一览表

发起时间 活动名称 援助国家 发起者 参与主体

２００８ 年

“友好光明行” 越南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同仁医院、爱尔康眼科产品公司

“中柬友好

光明行”
柬埔寨

中国东盟协会、中国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
中国东盟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同仁医院

２０１１ 年 “光明行” 缅甸 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 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２０１３ 年 “光明行” 缅甸

云南省民间及社会组

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和

云南民间国际友好交

流基金会

云南省民间及社会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云南民间国际友好

交流基金会、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２０１５ 年 “湄公河光明行”
缅甸、柬埔寨

老挝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中

国慈善联合会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中国慈善联合会、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

会、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北京乾坤

恒大健康扶贫基金会、厦门眼科中心、爱尔眼科医院

２０１６ 年

“中国海南柬埔

寨光明行”
柬埔寨 海南省省委、省政府

海南省外事办、省委政研室、海南省佛教协会、海航集团、医务

人员由北京、陕西、海南的眼科专家以及海航医生集团

“光明行”

老挝

云南省人民友好协会、

云南民间国际友好交

流基金会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云南民间国

际友好交流基金会组织

老挝 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 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缅甸 中国—辛集复明医院 中国—辛集复明医院、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 、台湾慈济医院

２０１７ 年

“深系澜湄”

项目（“湄公河

光明行”）

澜湄五国

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

基金会、余彭年慈善基

金会

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深圳大学“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

发展研究院、余彭年慈善基金会

“一带一路·

侨爱心光明行”
缅甸 中国侨联 中国侨联、中国华侨公益基金、爱尔眼科医院集团

“光明行” 缅甸
云南民间国际友好交

流基金会
云南民间国际友好交流基金会、迪德谷瑞碧恒眼科公益医院

“国际光明行” 缅甸 健康快车基金会 河南省人民医院、健康快车基金会

“光明行”
老挝 国家卫计委、外交部 北京协和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缅甸 福建省东南眼科医院 福建省东南眼科医院

２０１８ 年 “光明行” 缅甸
云南省人民对外友好

协会

云南民间国际友好交流基金会、云南省民间及社会组织国际

交流促进会、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昆明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５８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援助司：“在海外镌刻‘中国

印记’的特殊使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网，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ｈｔｔｐ： ／ ／ ｙｗ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ｌ ／ ２０１５１０ ／ ２０１５１００１１５０４２８．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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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卫生合作的范围广泛，突破援助和安

全合作内容，逐渐形成“官、产、研、学”一体化的

卫生发展态势。 在医药领域，得益于长期的人

文交流，越南、泰国已经把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

统医药与西药并列为国家的主体医疗。① ２０１６
年以来，中国与湄公河地区国家双边先后达成

了《中国—老挝诺丽果系列产品深度开发与推

广技术合作倡议书》 《传统医药合作谅解备忘

录》《中国—越南特色药食两用植物及中药材种

植基地建设技术合作框架协议书》《共同推进柬

埔寨药用资源保护、利用和建设合作框架协议》
等协议，不仅丰富区域内传统医药文化交流，而
且推进了各国药物研究的技术推广。

在卫生人力资源领域，中国向该地区留学

生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短期培训在职人员、中
高级官员研修等形式的教育资源与资金支持。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框架内，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中国为湄公河五国举办了多期培

训班，培训了一批疟疾防治、人感染高致病禽流

感和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监测方面的官员和专家以

及跨境卫生合作项目方面的专业管理人才。②

２０１４ 年，李克强总理在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

提出实施“中国—东盟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百人

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倡议，中国从 ２０１５ 年开

始举办了三期“中国—东盟流行病学专业人才

培训班”③，每年均有湄公河地区国家人员参与

培训，该培训班为湄公河地区各国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培养更多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人才。
在澜湄合作框架下，中国建立全球湄公河研究

中心，形成澜湄合作二轨团队和智库网络。 同

时各国的红十字会就社区综合发展项目和健康

项目进行交流，提升社区建设能力和健康服务

水平。
在疾病合作的范围上，中国与湄公河国家

的卫生合作内容更加丰富。 一方面由于该地区

疾病负担仍然以传染病为主，公共卫生领域中

传染病防联防控机制和项目仍然是卫生安全的

重中之重。 李克强总理在第 ９ 届东亚峰会上提

出，要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共建“青蒿素类疟疾治

疗药物抗药性流域联防机制与响应体系”。④

２０１２ 年中越正式建交 ６０ 周年之际，在桂林举行

中越边境地区艾滋病联防联控试点项目会议。
２０１５ 年，在缅甸果敢冲突事件中，云南省卫计委

在人道主义援助中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２０１７ 年

中国为缅甸政府提供 ２ ５００ 万元的资金支持，用
以抗击 Ｈ１Ｎ１ 甲型流感疫情。 中国继续同全球

基金、英国的健康扶贫行动组织（Ｈｅａｌｔｈ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ｃｔｉｏｎ，简称ＨＰＡ）一道在中缅边境开展疟疾、艾
滋病、结核病的防控项目。 同时，原国家卫计委

以多边形式与柬埔寨、越南、缅甸、老挝续签《关
于湄公河流域疾病监测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五
国承诺在联防联控和疾病信息共享、公共卫生

人员能力培养、实验室技术支撑、流行病学研究

等涉及传染病防控问题上相互支持，加强合作。
另一方面，卫生合作领域拓展到口腔医学、眼科

疾病、儿童先心病救助、妇幼健康等方面。 例如

由中华慈善总会主办和北京安贞医院组成的医

疗队为缅甸先心病儿童实施医疗救助行动。
２０１５ 年中方主办的“湄公河光明行”活动，救治

了共计 ８００ 多名来自柬埔寨、老挝、缅甸的白内

障患者。⑤ 中国还通过“口腔医疗合作项目”
“爱心行” “微笑行”为柬埔寨当地的患者提供

心脏病、口腔手术方面的义诊，开展中小学生的

免费近视视察和配镜等初级卫生保健服务。
其三，从卫生合作形式上来看，以解决临时

性、紧急性卫生问题的合作会议向建立常态化、
专门化卫生合作机制转变，“外交服务于卫生”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左媛媛、张超、孙永林等：“‘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云南

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传统医药合作交流的经验及展望”，《中国

医药导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７ 期，第 １３５ 页。
“中国参与大湄公河区域经济合作国家报告（全文）”，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ｊｒｚｇ ／ ２０１１－１２ ／ １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２２６０２．ｈｔｍ。

“中国疾控中心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承办 ２０１５ 年中

国—东盟流行病学专业人才培训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

网，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ｃｄｃ． ｃｎ ／ ｚｘｄｔ ／ ２０１５０７ ／
ｔ２０１５０７１５＿１１７３３７．ｈｔ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援助司：“李克强总理在第九

届东亚峰会上的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网，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ｈｔｔｐ： ／ ／ ｙｗ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ｐｘｗ ／ ２０１５１０ ／ ２０１５１０
０１１５０４４６．ｓｈｔｍｌ。

“李克强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的

讲话（全文）”，新华网，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２０１８－０１ ／ １１ ／ ｃ＿１１２２２４０８７１．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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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关系类型突显。 ２００８ 年以后，该地区专门

设立了针对卫生问题的论坛或合作机制，包括

２００８ 年由中国和大湄公河地区国家启动的部长

级论坛：中国—东盟国际口腔医学交流与合作

论坛，２０１１ 年第一届东盟与中日韩（“１０＋３”机

制）和中国—东盟（“１０＋１”机制）卫生发展高官

会议，２０１６ 年举办首届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

坛和首届中国—东盟疾病防控合作论坛。 值得

一提的是，２０１３ 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该

地区的合作提供新的契机。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国家

卫计委公布《关于推动“一带一路”卫生交流合

作三年实施方案（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文件，涉及

湄公河地区国家卫生合作与发展。 除此之外，
２０１５ 年启动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 （澜湄合

作）是首个由流域六国共同创建的新型次区域

合作机制，２０１６ 年召开首届领导人会议标志着

澜湄合作形成了“领导人引领、全方位覆盖、各
部门参与”的澜湄格局。 在澜湄合作框架下，
２０１８ 年《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覆盖了卫生援助（派遣医疗队和

短期义诊活动）、卫生安全（传染病的预警和防

联防控机制）、卫生发展（基层卫生机构能力建

设、医院和医疗机构合作）等议题。 在“澜湄合

作”框架下，在中国、老挝、缅甸、柬埔寨、越南等

各国内建立国家协调办公室，卫生方面合作是

其协调的重要内容。

四、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卫生合作与

卫生外交的基本特点

　 　 由于湄公河地区各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程

度不同，加上域外国家的介入，导致中国参与该

地区卫生合作存在多种风险。 特别是当亚洲成

为主战场的冷战时期，即使卫生领域的政治敏

感性比较低，也被深深打上了权力政治的烙印。
因此，与非洲、中东的卫生外交相比较，中国在

湄公河地区的卫生外交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首先，在合作主体方面，中国参与湄公河地

区全球卫生合作中体现出“民办官助”的特点，
更多依托当地卫生系统，而中东、非洲“点对点”

传统意义上的卫生援助模式在该地区的运作空

间有限。 大湄公河区域地缘位置的复杂性，加
上某些地区的敏感性，导致次区域国家之间存

在多重利益和矛盾交织，尤其是对中国崛起又

存在担忧和戒备，中国不能像援助非洲那样派

人员过去工作。① 从卫生援助有效性角度看，政
府对政府的合作模式难以挖掘当地民众的卫生

需要，在政权变动时期，甚至很容易冲淡和扭转

既有合作基础，例如缅甸密松水电站因缅甸民

众的反对，加之国内政治斗争而遭遇搁置，中国

企业遭受了巨大损失。 地缘政治复杂性和敏感

性决定该地区卫生合作参与主体的多重性质。
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全球卫生外交逐渐形

成了由国家、地方、中国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区
域性组织、国际组织等多元行为体共同参与的

格局。 其优势在于：其一，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

志愿者介入当地社区网络和农村卫生系统，扩
大了社区服务覆盖面和服务人群，与当地文化

相适应，促进当地社区和卫生服务能力提高，从
而保障卫生服务可及性和公平性。 其二，扩大

援助资源，充分利用各行为体的治理经验。 以

中缅跨境疟疾项目为例，该项目参与主体有中

国云南省卫计委、全球基金、无国界卫生组织等

不同行为体。 其中，全球基金善于通过政府和

民间团体合作方式扩大自身资金和技术资源，
而无国界卫生组织在初级卫生保健援助项目上

经验丰富。 与两者合作，中国既培养了公共卫

生和初级卫生保健援助领域能力，又历练多行

为体统一协调行动能力。 此外，利用多元行为

体的参与相对避开官方直接行动的敏感性。 其

三，注重保持适度的官方参与。 无论是卫生安

全还是卫生公平问题都具有很强的公共效应，
卫生领域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性

作用。② 政府间多边卫生外交合作机制平台又

增强了卫生合作中的政治互信。 这种多层多

元、上下联动合作模式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未来

７８

①

②

罗娟：“中缅跨境疟疾项目模式及对中国卫生援外的启

示”，《中国公共卫生管理》，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第 ４８２ 页。
廖唐洪、徐凌忠：“政府在卫生领域中的作用研究”，《中

国卫生事业管理》，２００９ 年第 ７ 期，第 ４６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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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运用在其他区域的全球卫生合作中。
其次，在服务内容上，共同抗击传染性疾病

是中国参与该地区全球卫生外交的真正起点，
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公共卫生援助和初级卫生保

健领域的合作经验。 非洲、中东地区的卫生合

作主要通过提供临床医疗服务和医疗设施建设

为主，①但中国在合作早期以同样方式参与湄公

河地区行动时，对外卫生援助几乎全部中断。
湄公河地区是中国云南省、广西省输入传染病

例的来源，直接关切到中国的健康利益，这一系

列特殊现实状况促使中国参与湄公河区域卫生

合作与在非洲、中东开展的服务内容侧重有所

差别。 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而言，一般是由公

共卫生、初级卫生保健和医院构成的三重体系。
国内卫生体系过分重视三级医疗和专科取向的

保健服务，导致中国对外卫生援助常是以临床

服务和医疗设施为基本方式。 但考虑到受援国

的发展程度，公共卫生和初级卫生保健可能是

最符合受援国、尤其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健康

需要。 另外，与临床服务不同，公共卫生服务和

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包含卫生信息、健康教育、高
危人群行为干预、预防接种等内容，这意味着更

加注重社会层面上的文化适应能力和各行为体

动员能力。 经过非典、禽流感等一系列安全事

件，中国与湄公河地区国家一道以卫生安全合

作为突破口，将公共卫生和初级卫生保健服务

相结合，开展适应当地文化的健康教育，覆盖以

社区为重点的卫生网络、国际机制、非政府组

织、企业等不同行为体，可为中东和非洲的公共

卫生领域合作提供宝贵的经验支持。
最后，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的全球卫生外

交还体现在形式上充分利用制度化平台，利用

多边渠道就卫生问题进行协调。 在参与湄公河

地区的全球卫生外交中，中国利用该区域已有

机制和搭建新合作机制，在多边主义平台上就

卫生问题，为下一步落地实施打下基础。 丽贝

卡·卡茨（Ｒｅｂｅｃｃａ ｋａｔｚ）等人将卫生外交划分

为三个谈判层次：正式谈判的国家间核心外交、
非约束性的多行为体外交、非正式外交。② 其

一，在核心外交上，正式谈判机制包括大湄公河

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东盟与中日韩卫生部长

会议、澜湄合作机制等，国家就卫生问题充分交

换意见，达成基本的合作框架、原则和途径。 其

二，在多行为体外交方面，国际组织、非政府组

织、私营企业与政府等多行为体共同达成合作

协议。 例如，中国、全球基金、国际非政府组织

在缅甸联合开展的合作项目。 其三，非正式外

交主要是指民间外交，例如中国石油公司在投

资地区修建医院、捐赠药品等援助行为。 近年

来，学术研究机构经过谈判达成了长期的卫生

合作协议，广西中医药大学、云南中医学院还为

东南亚国家培养针灸推拿、中药、骨伤等中医专

业的留学生。③ 三个外交层次之间相互支持，相
互配合。 核心外交平台增强了各国在卫生合作

领域的政治互信和制度保障，为多行为体外交

和非正式外交的开展打下基础，反过来，多行为

体外交和非正式外交的成果落实又增强了国家

推进卫生合作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澜湄合作机制是中国在东

盟框架下提出的创新机制，该机制由中国主导，
将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列为

三大重点领域，并与该区域国家实际需求对接。
领域合作离不开政治互信，经济开发必然带动

卫生事业等配套设施的投入增加，而健康红利

也会外溢到其他领域。 此外，澜湄合作与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当地的

卫生事业发展。

８８

①

②

③

王昱等人指出，虽然中国对非洲的卫生援助形式多样化，
但以临床服务和医疗设施建设为主的传统卫生援助内容基本没有

发生变化。 王昱、刘培龙： “中国对外卫生援助的历程、挑战和对

策”，引自《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２０１７》，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

版，第 ９７ 页。 文少彪等学者认为，自 ２１ 世纪初以来，中东综合呼

吸症大范围爆发和中东难民危机升级后，中国对中东传统意义上

“点对点”式的医疗援助模式，已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出现的中东

地区公共卫生治理的新要求。 根据理解，文中提到 “点对点”式的

医疗援助模式是指派遣医疗队、援建医院的传统方式。 文少彪、朱
杰进“中国参与中东地区卫生治理的多视角分析”，《阿拉伯世界

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第 ４５ 页。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Ｋａｔｚ， Ｓａｒａｈ Ｋｏｒａｎｂｌｅｔ， Ｇｒａｃｅ Ａｒｎｏｌｄ， Ｅｒｉｃ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ｅ Ｅ．Ｆｉｓｃｈｅｒ，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ｌｂａｎｋ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８９， Ｎｏ．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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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守玉：“借风‘一带一路’中国医药走向世界”，《中国卫

生》，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１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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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全球卫生外交与其他外交形式有共同特

点，但它的侧重点不是一个国家如何使用外交

手段来落实其对外卫生政策，而是突出卫生领

域的全球治理在解决人类面临的卫生问题上所

发挥的作用，以及卫生外交在实现国家对外政

策方式上的干预和影响。① 以全球卫生外交为

手段对外交领域涉及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②进

行干预是全球卫生外交发展的最高阶段。 而中

国参与湄公河地区的全球卫生合作不仅致力于

解决传染病所带来的卫生安全问题以及由于贫

富差距导致的卫生公平性问题，而且将卫生放

置在发展中考虑，在多元行为体参与、各领域共

同配合方面，中国在湄公河地区的全球卫生外

交 更 加 强 调 “ 支 持 全 球 卫 生 的 治 理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理念。

首先，从卫生与对外政策的关系来看，中国

在湄公河地区的卫生外交实践体现出卫生在外

交政策中的动力不断增强，“卫生作为对外政策

的工具”向更高水平“外交为卫生服务”阶段转

变。 从新中国成立到 １９９２ 年的第一阶段，“卫
生服务于对外政策”是主导类型，卫生被认为是

主权国家范围内的事务，卫生随时可以被利用

甚至牺牲，以换取其他方面的外交利益。 而在

１９９２ 年以后，特别是“非典”后，中国与湄公河

地区的国家渐渐意识到国内外健康是高度关联

的。 中国与湄公河地区国家开始将卫生问题纳

入多边外交机制，共同解决全球性卫生问题。
随着卫生合作不断加深，２００８ 年以后的卫生合

作不再以临时性、单一解决问题为导向，而是向

卫生发展领域推进，形成“官、产、学、研”的合作

态势。 中国在湄公河地区全球卫生合作与卫生

外交实践已经超越传统的卫生外交类型，健康

福祉成为国家外交目标和外交利益本身，手段

转变成目的。 全球卫生被定义为以人群健康，
而非个人健康为核心，并强调跨国健康问题、决
定因素和解决方案。③ 这意味着今后卫生外交

将在外交政策上发挥重要作用，降低经济发展

与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制度设计对全球人群健

康带来的负面影响，发挥健康福祉外交的制度

优势。
其次，从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全球卫生合

作的历史梳理和特点分析中，可以看到该地区

与非洲、中东在合作主体、内容、方式等方面的

明显差异。 这与湄公河地区的地缘政治、权力

政治复杂性有密切的关系，也与卫生安全为合

作起点有关。 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全球卫生合

作最大的特点是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

方式和自下而上合作巧妙地结合起来。 中国通

过卫生项目、搭建区域卫生论坛、社会动员等形

式，鼓励市场、民间组织广泛参与，发挥不同资

源主体的优势，共同促进区域内健康事业的发

展。 此外，中国在参与湄公河地区的全球卫生

合作目标较为明确，主要集中在公共卫生和初

级卫生保健领域。 因此，湄公河这种以解决卫

生安全为主的多国协作经验，构建常态化、专门

性的卫生合作机制平台，“民办官助”的合作模

式为中国向非洲、中东开展卫生外交提供重要

的模式参照和政策借鉴，也为全球卫生治理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中国智慧。 经过 ２０１４
年抗击埃博拉危机后，中国最终认识到，有效应

对疫情离不开国际合作。④ 中国参与对外卫生

合作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搭建吸纳多行为体的

资源网络，而且还需注重加强国际合作中的协

调能力。
最后，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推进健康福祉

外交是对外政策的重要方向。 中国在与湄公河

９８

①

②

③

④

张清敏：“外交转型与全球卫生外交”，《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１１ 页。

健康社会决定因素（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 简称

ＳＤＨ）是指，日常生活的结构性决定因素和条件，如贸易、社会排

斥、城市环境等因素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健康状况起到重要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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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国家合作历程中，卫生在外交中的动力在

不断增强。 而卫生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在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人民的健康是高度相关的。
值得注意的是，卫生合作政治争议少，也可为促

进国家间关系提供民意基础，改善国家形象。
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参与全球卫生合作需要

尽快转变思路，扭转传统卫生外交的冷战思维，

结合专业的实地调研和技术知识，增强健康在

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全盘协调中国政府各

部门、社会各界、国内外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力
求以最优资源和最佳方式实现中国全球健康利

益和外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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